
春风化雨润西土，桃李成蹊映东方
———专访西班牙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的先锋者马康淑主任

罗慧玲　马康淑

提要： 本文是对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语言文学院东

亚研究系主任马康淑（犆狅狀狊狌犲犾狅犕犪狉犮狅犕犪狉狋í狀犲狕）的专访。

２０２２年，作为该校中文教学与中国研究领域发展的核心

推动者，马康淑主任因卓越贡献获西班牙“知华讲堂”

（犆á狋犲犱狉犪犆犺犻狀犪）“年度人物”奖。访谈以回顾其接触中文

的契机与投身该领域的历程为起点，深入探讨了康普顿斯

大学中文教学体系的建设现状。马主任详细介绍了教学

团队的构成（包括中国籍与西班牙籍教师的协作优势）、学

校层面对中文教学与中国研究的支持力度（如将东亚研究

确立为“战略学科”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该系在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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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慧玲，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语言文学院东亚研究系在职教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

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语合中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认证的

“新标准”海外汉语培训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关系史、欧洲汉学及东亚研究，出

版多部西班牙语专著、合著及译著。马康淑（犆狅狀狊狌犲犾狅犕犪狉犮狅犕犪狉狋í狀犲狕），１９６２年生

于西班牙，１９８７年获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现任马德里康普顿斯大

学语言文学院东亚研究系主任、中西翻译研究生项目主任，并担任多个汉语及西班

牙语教学相关硕士项目的常任教师及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作为

第二外语教学、国际中文语法、中国文化与文学以及东亚研究。参与编写多部西班

牙语及汉语教材，并出版多部中文—西班牙文译著。



作交流方面取得的成果。同时，访谈也直面挑战，如教育

经费缩减带来的困难、西班牙社会对中国可能存在的误

解，并坦诚回应了主任个人在两岸背景下的经历与感受。

最后，马主任展望了康普顿斯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未

来发展前景。文章不仅呈现了该校中文教育从无到有的

体系化发展的艰辛历程，更彰显了马康淑主任筚路蓝缕的

开拓精神及其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的重要

作用。

关键词： 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西班牙；中文教育；东亚研

究；文明互鉴

.、g　　F

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犱犪犱犆狅犿狆犾狌狋犲狀狊犲犱犲犕犪犱狉犻犱），作为西

班牙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高等学府，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其渊源可追溯至

１２９３年５月２０日，由卡斯蒂利亚国王桑丘四世（犛犪狀犮犺狅Ⅳ犱犲犆犪狊狋犻犾犾犪）于马德里

郊外的埃纳雷斯堡（犃犾犮犪犾á犱犲犎犲狀犪狉犲狊）敕建的综合学校。历经岁月洗礼，１４９９

年学校定名为“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犪狊犆狅犿狆犾狌狋犲狀狊犻狊”（即今校名之拉丁语源），１８３６年迁址

首都马德里，１８５０年曾整合为“马德里大学”（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犱犪犱犱犲犕犪犱狉犻犱）或“中央大

学”（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犱犪犱犆犲狀狋狉犪犾），最终于１９７０年复现“康普顿斯”之名。

这所享誉欧洲的西班牙大学，近十载来在中文教学与中国研究领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语言文学院东亚研究系主任马康淑的倾力耕耘功不可

没。作为与其共事多年、亦师亦友的见证者，笔者亲历了该系从无到有、涓流成

河的艰辛历程，更深深感佩于马康淑主任引领下本校中文教育的蓬勃气象。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西班牙重要文化学术机构“知华讲堂”特授予马康淑主任“年度人

物”殊荣，以表彰她在推动西班牙高校中国研究制度化与体系化进程中做出的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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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贡献。

作为西班牙汉学的个案，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语言文学院东亚研究系的中

文学科建设历程对于国际中文教育推广与文化交流政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借

鉴意义。怀着将我校中文教育的经验与马康淑主任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分享给

学界同仁的初衷，我们在大学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这次访谈。采访语言为西班

牙语，现将内容翻译、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7、;　　<

罗慧玲（以下简称罗博士）：请问您最初接触中文的契机是什么？这段经历

又是如何引导您走上中文及中国文化教学与研究之路的？

马康淑主任（以下简称马主任）：回溯到１９８０年，我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

攻读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本科。那时校园里的国际学生非常稀少，仅有两位东亚

面孔的同学，后来得知，一位来自韩国，另一位来自中国台湾地区。我和这位台

湾的同学在图书馆时常邻桌而坐。一段时间后，这位彬彬有礼的同学主动走近

我，用尚不流利的西班牙语与我交谈。在之后的学习中，他经常向我虚心请教。

随着接触增多，我们的关系日益紧密，最终成为恋人。在相知相扶的过程中，受

他的影响，我在相识三年后———大约是１９８３年———开始在马德里官方语言学校

（犈狊犮狌犲犾犪犗犳犻犮犻犪犾犱犲犐犱犻狅犿犪狊犑犲狊ú狊犕犪犲狊狋狉狅）正式学习中文。随后，１９８３年我随他

首次踏足台湾，１９８４年则第一次踏上了大陆的土地。那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

期，社会现代化进程方兴未艾。

同期，我在台湾淡江大学访学期间，也承担了西班牙语言文学及西班牙社会

概况等课程的讲授工作。虽然当时有机会留在台湾生活与工作，但从学术发展

的角度考虑以及综合考量台湾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我认为返回西班牙是更优

的选择。因此，我们最终决定回到西班牙定居。

我的三个孩子均在西班牙出生。从他们年幼时起，我便将他们送入教授中

文的幼儿园，并经常为他们报名参加相关的夏令营活动。很多时候我也亲自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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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不仅让孩子们浸润在中文环境中，也使我得以持续精进自身的中文水平，

并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后来，我开始为康普顿斯大学的师生组织“中国行”项目，之后逐渐扩展至其

他高校。这些项目旨在带领参与者实地探访中国，足迹遍布北京、上海、西安、杭

州、桂林等地，后期甚至克服困难深入云南、西藏等地区。通过这些深度体验，众

多西班牙人得以真实、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进程。

在教学体系的构建上，中文课程的引入更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康

普顿斯大学最初并未开设任何关于中国的课程。后来，我逐步在自己任职的文

学院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中增设了与中国和中文相关的课程，从中文１—４级

起步，之后逐步推广至其他院系。例如，在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我开设了“当代

中国社会”；在贸易与旅游学院，则讲授“中国的商务礼仪文化”等课程。２００８年

是至关重要的一年。随着西班牙加入欧盟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博洛尼亚进

程”（犘狉狅犮犲狊狅犱犲犅狅犾狅狀犻犪），大学院系面临重组。借此契机，我从西班牙语语言文

学系调任至通用语言学及东方研究系，并将自己的研究与教学重心全面转向中

文及中国文化。我的学术著作也随之聚焦于中文及汉学研究领域，陆续出版了

《针对西班牙语学者的中文语法》（上下卷）（犌狉犪犿á狋犻犮犪犱犲犾犪犾犲狀犵狌犪犮犺犻狀犪狆犪狉犪

犺犻狊狆犪狀狅犺犪犫犾犪狀狋犲狊，犐 犐犐）、《汉字书写》（犔犪犲狊犮狉犻狋狌狉犪犮犺犻狀犪狔狊狌狊犳狌犲狀狋犲狊）、《中国

文化艺术中的道家思想》（犔犪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犻犪犱犲犾狆犲狀狊犪犿犻犲狀狋狅狋犪狅í狊狋犪犲狀犾犪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犪狔

犲狀犲犾犪狉狋犲．犗犫狉犪狊狋狉犪犱狌犮犻犱犪狊犪犾犲狊狆犪狅犾）等作品，并发表了一系列探讨中文教学、

汉语语法、中国文学、中西文化对比等主题的学术论文。

在教学体系方面，我们在本科专业“现代语言及文学”下逐步设立了中文辅

修方向。除语言课程外，中国现当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中国文学等均被纳入

必修课范畴。此后，我们又成功开设了中文主修专业，大幅增加了关于中国的课

程门类。

与此同时，研究生层面的教育也取得了显著成就。我与您共同主持的“中西

翻译进阶”专业培训项目（犆狌狉狊狅犱犲犈狓狆犲狉狋狅犲狀犜狉犪犱狌犮犮犻ó狀犆犺犻狀狅犈狊狆犪狅犾）多年

来一直在获得积极的反馈并持续发展。此外，面向中国学生的“西班牙语作为外

语教学”硕士项目，开设了中西文化对比、中西语法对比等核心课程，不仅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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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班牙语教学输送了大量后备人才，也为未来西班牙的中文教学储备了丰富

的师资力量。

近年来，西班牙的“中文热”持续升温，我们终于迎来了大学中文教学的

春天。

罗博士：可见，西班牙大学中文教学体系的建设之路确实是一段饱经沧桑、

砥砺前行的漫长历程。那么，以您现在的视角来看，是否可以说康普顿斯大学的

中文教学体系已相对完备？

马主任：当前，康普顿斯大学已正式设立东亚研究系（?狉犲犪犱犲犈狊狋狌犱犻狅狊犱犲

犃狊犻犪犗狉犻犲狀狋犪犾）。本系提供的外语教学包括主修方向的中文、辅修方向的韩语，

未来亦计划增设日语辅修。作为东亚研究系主任，基于自身的学术背景，我自然

尤为重视中文教学的长远发展。

罗博士：康普顿斯大学的这一发展态势，是否也反映了西班牙其他高校中

文教育的普遍状况？

马主任：马德里与巴塞罗那无疑是西班牙中文研究的重镇。其中，马德里

康普顿斯大学、马德里自治大学（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犱犪犱犃狌狋ó狀狅犿犪犱犲犕犪犱狉犻犱）、巴塞罗那

自治大学（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犪狋犃狌狋ó狀狅犿犪犱犲犅犪狉犮犲犾狅狀犪）以及格拉纳达大学（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犱犪犱

犱犲犌狉犪狀犪犱犪）等高校表现尤为突出。此外，亦有数所大学虽起步稍晚，但在中文

学科建设上堪称后起之秀。尽管这些院校尚未建立起成熟完备的学历培养体

系，但在引入中文课程方面已取得显著的初步进展。

罗博士：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康普顿斯大学中文教学团队的构成情况？

马主任：从最初的孤身奋战，到如今能够领导一支专业团队，这一点令我深

感欣慰。东亚研究系教职工中，中文教师占据主体，现有１２位，并即将入职一位

新教师，达到１３位，占东亚研究系教职工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有６位韩语教师

（其中５位为韩国籍）。日语教学也已启动，目前由两位本校在职教师和一位外

籍教师共同承担。由此可见，中文教学无疑是东亚研究系的重中之重。在此，我

要由衷地感谢中国政府、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原国家汉办）以及中国

驻西班牙大使馆给予的鼎力支持。他们派遣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外教）积极

参与组织学术研讨会、中国文化日、新春庆祝活动、日常中文教学以及各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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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作坊等，在系内各项教学及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罗博士：中国籍教师与西班牙籍教师之间的协作情况如何？双方各自具备

哪些优势？

马主任：鉴于中文团队的成员均经由我亲自参与遴选，因此我始终将“人

品”作为首要考量因素。令我欣喜的是，中文部的同事们相处融洽，彼此互助，团

队意识强烈。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特色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我们的中文团队中

得到了尤为突出的体现。作为负责人，我对此感到无比欣慰。我可以非常负责

任地说：“与中国同仁的合作是最为顺畅舒心的。”

罗博士：康普顿斯大学作为西班牙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从学校层面而言，

是否为中国研究或中文教学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马主任：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自２００８年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以来，西

班牙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被迫收紧。尽管如此，我校仍将东亚研究确立为“战

略学科”（?狉犲犪犈狊狋狉犪狋é犵犻犮犪），因此在政策上给予了相应的倾斜。这主要体现在我

们的课程设置享有一定的灵活性，师资招聘也比其他院系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诚然，我们仍需扩充师资力量以满足中文教学蓬勃发展的需求，教师们的办公空

间也尚显局促。然而，我们满怀希望地看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与

中国相关的研究将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世界早已告别单极霸权，进入多极化

时代。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愿意学习中文，甚至将

未来的职业发展定位在与中文相关的领域。这是时代赋予的机遇，我们理应把

握，将中文教学推向崭新的高度。

罗博士：您提到康普顿斯大学将东亚研究确立为“战略学科”，这一政策定

位将为中文教学带来哪些具体的积极影响？例如在师资储备或课程设置方面。

马主任：自２０２２年起，西班牙启动了大学教师职称体系的改革，并将评审

权下放至各大自治区。这一政策为我们带来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将经历一段

过渡期，在此期间教师职称评定暂时冻结；另一方面，马德里自治区的教育经费

将更多地（相比以往）向约１５所私立大学倾斜，公立大学的预算则相应缩减。这

对我们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但无论如何，由于东亚研究已被明确列为

“战略学科”，既有的政策优势将得以保留。因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校领导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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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以及在压力之下对本系的坚定支持。

罗博士：东亚研究系在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马主任：长期以来，我们始终高度重视与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及高校的合作

关系。同时，我个人已指导完成３８篇博士论文，其中大部分博士生来自中国。

许多人在完成学业后回到中国高校任职，因此这些学术联系与交流渠道从未中

断。每逢圣诞节，我最早收到的祝福往往来自中国学生；许多重要的国内研究项

目、校际合作协议的达成，也离不开他们的积极促成。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

常能遇见昔日学生的身影，目睹他们学有所成，成长为优秀的教师和研究者，“桃

李满天下”的欣慰感就油然而生。

罗博士：如此看来，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教育经费的缩减，对吗？

马主任：的确如此。但我们仍将竭尽全力，在有限的预算范围内策划并举

办更多活动。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西班牙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也理应更加全

面和深入。除传播汉语言文化知识外，我们还定期组织关于中国国情、国际关系

的专题讲座，并邀请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外交官走进校园，向师生介绍中国，

深化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这些活动均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罗博士：坦率地说，您认为当前西班牙社会对中国及中国人存在哪些主要

的误解？

马主任：这种现象的确存在。早期的误解多源于信息匮乏，一些从未到访

过中国的西班牙民众难免持有刻板印象；近年来，则更多受到美国及部分西方媒

体刻意渲染与失实报道的影响，导致中国形象遭到扭曲。普通民众的认知易受

大众传媒左右，这恰恰凸显了大学在传播客观知识与塑造真实形象方面不可替

代的作用。若放任带有偏见的媒体肆意炒作，中国的形象必将遭受严重损害。

因此，我们肩负着向学生及公众传递准确信息的责任，也将竭力消弭不实报道的

负面影响，抵制信息操控，从而减少民众对中国的误解。

事实上，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西班牙人都清楚，中国恰恰是崇尚“和平”“和

谐”与“外交对话”的国家，其理念与制造冲突的行径截然不同。

罗博士：您曾在台湾地区学习中文，且家人来自台湾。这段经历是否曾让

您承受某些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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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主任：我必须郑重强调：我系统学习中文的历程始于台湾，这段经历于学

术而言弥足珍贵，它使我得以研习繁体字，领略汉字之美的源流，这为我日后的

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台湾地区也较好地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精髓，这让我更深切地体悟到中国文化与思想的魅力，也坚定了我将中国语言

文化教学研究作为毕生志业的信念。

当然，谈及因家庭背景而产生的某些肤浅臆测，我确曾深感困扰。有人仅因

我的婚姻关系便将我简单归入所谓的“阵营”，但事实是我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

西班牙；我的同事中，中国籍教师占大多数；我指导的众多博士生来自中国大陆高

校；我个人也与大陆诸多机构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诚然，我也继续与台湾

的高校保持学术联系，但所有这些行为的出发点，绝非基于政治考量，而是纯粹以一

名西班牙知识分子、高校教师的身份，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情感而为之。我衷心

希望我的初衷能被理解，也期盼不要仅因婚姻状况而对我产生片面的误解。

我的三个子女都出生在西班牙，但他们自幼学习汉语、接触中国文化；三个

孙辈同样从启蒙阶段便开始学习中文。这种家庭文化环境的浸润，必将赋予他

们对中西方文化更为深刻的理解。

长远而言，我将一如既往地深化与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各地高校及学

术机构的合作和文化交流。我坚信，这也与中国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开放和包容

精神更为契合。

罗博士：展望未来，您认为康普顿斯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化研究领域有哪些

令人鼓舞的发展前景？

马主任：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备，我们将在明年正式推出跨学院

（犻狀狋犲狉犳犪犮狌犾狋犪狋犻狏狅）的“东亚研究”本科专业，中文将是其核心主线。这一开创性的

本科项目汇聚了全校７个学院的师资力量参与授课。课程设置不仅涵盖语言及

文化教学，更拓展至中国国情、历史、国际关系、旅游商务、新闻传播、法律等多维

领域。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凝结了我们多年的心血。我坚信，这既是顺应时代

发展之大势所趋，也深刻回应了现实需求。制度基石已然铺就，未来需要我们持

续深耕、砥砺前行。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我和我的团队定将不负使

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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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虽已落幕，康普顿斯大学中国语言文化教学建设历程中的百味杂陈，尤

其是马康淑主任在这条非凡之路上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的付出，依然在我心头萦

绕，久久不能平息。回首十余年历程，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东亚研究系以其卓越

的远见与不懈的努力，铸就了西班牙汉学教育与研究的一座高峰。它成功地使

中文课程从无到有，并构建起一套科学、系统的教学体系，不仅组建了西班牙规

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中文教学团队，更培养了大批精通双语的交流使者，直接

促成多项中西高校间的标志性合作。这段辉煌的奋斗史，不仅奠定了该系在西

班牙东亚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更为中西文明互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为其

他同类高校的国际中文教育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身为一名参与其中的中国学者，此刻涌动的不仅是对自身文化根脉的深切

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使命神圣感。这份澎湃的心潮，已然化作前行的不竭动

力。愿散落在世界各地、为着这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同仁们，彼此守望，携手并肩，

在推动文明互鉴的征途上，砥砺前行，共谱华章。

犛狅狑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犻狀犛狆犪犻狀，犆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狀犵

犅狉犻犱犵犲狊狋狅狋犺犲犈犪狊狋：犃犆狅狀狏犲狉狊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

犘狉狅犳犲狊狊狅狉犆狅狀狊狌犲犾狅犕犪狉犮狅，犘犻狅狀犲犲狉犻狀犵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犆犺犻狀犲狊犲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犻狀犛狆犪狀犻狊犺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犻犲狊

犔犝犗犎狌犻犾犻狀犵牔犆狅狀狊狌犲犾狅犕犃犚犆犗犕犃犚犜?犖犈犣

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犉犪犮狌犾狋狔狅犳犉犻犾狅犾狅犵狔，犆狅犿狆犾狌狋犲狀狊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犕犪犱狉犻犱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犜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犪狀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 狑犻狋犺犘狉狅犳犲狊狊狅狉犆狅狀狊狌犲犾狅 犕犪狉犮狅 犕犪狉狋í狀犲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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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犻狉犲犮狋狅狉狅犳狋犺犲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犪狋狋犺犲犆狅犿狆犾狌狋犲狀狊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

犕犪犱狉犻犱（犝犆犕）．犃狊犪犮狅狉犲犱狉犻狏犻狀犵犳狅狉犮犲犫犲犺犻狀犱狋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

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犆犺犻狀犪狊狋狌犱犻犲狊犪狋犝犆犕，犘狉狅犳．犕犪狉犮狅狑犪狊犪狑犪狉犱犲犱狋犺犲２０２２“犘犲狉狊狅狀狅犳狋犺犲

犢犲犪狉”犫狔犛狆犪犻狀狊狆狉狅犿犻狀犲狀狋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狀犱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犆á狋犲犱狉犪犆犺犻狀犪（犆犺犻狀犪

犆犺犪犻狉），犻狀狉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狅犳犺犲狉狅狌狋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狊．犜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犫犲犵犻狀狊犫狔

犲狓狆犾狅狉犻狀犵犺犲狉犻狀犻狋犻犪犾犲狀犮狅狌狀狋犲狉狑犻狋犺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犪狀犱犺犲狉犼狅狌狉狀犲狔犻狀狋狅狋犲犪犮犺犻狀犵

犪狀犱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犪狀犱犮狌犾狋狌狉犲．犐狋狋犺犲狀犱犲犾狏犲狊犻狀狋狅狋犺犲犮狌狉狉犲狀狋狊狋犪狋犲狅犳

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犝犆犕．犘狉狅犳．犕犪狉犮狅犱犲狋犪犻犾狊狋犺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

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狋犲犪犿（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狋犺犲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犪犱狏犪狀狋犪犵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犛狆犪狀犻狊犺

犳犪犮狌犾狋狔犿犲犿犫犲狉狊），狋犺犲犾犲狏犲犾狅犳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狊狌狆狆狅狉狋犳狅狉犆犺犻狀犲狊犲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犆犺犻狀犪

狊狋狌犱犻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狋犺犲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犻犿狆犪犮狋狊狅犳犱犲狊犻犵狀犪狋犻狀犵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犪狊犪“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犮

犱犻狊犮犻狆犾犻狀犲”），犪狀犱狋犺犲犱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狊犪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狊犻狀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犜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犪犾狊狅犪犱犱狉犲狊狊犲狊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犻犲狊犪狉犻狊犻狀犵犳狉狅犿

狉犲犱狌犮犲犱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犳狌狀犱犻狀犵犪狀犱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犿犻狊犮狅狀犮犲狆狋犻狅狀狊犪犫狅狌狋犆犺犻狀犪狑犻狋犺犻狀犛狆犪狀犻狊犺

狊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犮犪狀犱犻犱犾狔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狊犘狉狅犳．犕犪狉犮狅狊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犪狀犱犳犲犲犾犻狀犵狊犻狀狋犺犲

犮狉狅狊狊狊狋狉犪犻狋犮狅狀狋犲狓狋．犉犻狀犪犾犾狔，犘狉狅犳．犕犪狉犮狅狅狌狋犾犻狀犲狊狋犺犲犳狌狋狌狉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狆狉狅狊狆犲犮狋狊犳狅狉

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犪狀犱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狊狋狌犱犻犲狊犪狋犝犆犕．犜犺犲犪狉狋犻犮犾犲狀狅狋狅狀犾狔犮犺狉狅狀犻犮犾犲狊狋犺犲

犪狉犱狌狅狌狊犼狅狌狉狀犲狔狅犳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犪狀犱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狕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狋狋犺犲

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犫狌狋犪犾狊狅犺犻犵犺犾犻犵犺狋狊犘狉狅犳．犕犪狉犮狅狊狆犻狅狀犲犲狉犻狀犵狊狆犻狉犻狋犪狀犱犺犲狉犮狉狌犮犻犪犾狉狅犾犲犻狀

狆狉狅犿狅狋犻狀犵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犪狀犱犿狌狋狌犪犾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犫犲狋狑犲犲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犛狆犪犻狀．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犆狅犿狆犾狌狋犲狀狊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犕犪犱狉犻犱（犝犆犕）；犛狆犪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犕狌狋狌犪犾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犪犿狅狀犵犆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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